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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
城市雾霾污染

———基于中国 276 个地级市的动态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汪　 锋,何京泽,史东杰
(重庆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在环境经济学理论中,污染避风港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认为国外资本的引入会给

东道国的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这一现象尤其容易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而大规模的外资引进正是我

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济特征之一。 同时,我国许多城市的雾霾污染问题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日

益凸显,并且其中不少城市往往拥有着较高的外资利用水平。 为探寻外资引入是否对我国的生态环境

产生了负面影响,文章使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和基于光学卫星空间遥感获得的城市

雾霾污染数据,对 2004—2018 年中国 276 个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展开

实证分析,并对其中传导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就全国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的

资本存量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水平则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

系。 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具体数值计算结果显示: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 1%,PM2. 5 年均浓度

值会上升 0. 045%,而城市专利授权数量每增加 1%,PM2. 5 年均浓度值则会下降 0. 041%;区域异质性分

析中,中部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对雾霾污染加剧作用大于东部与西部城市,而西部城市的技术水平上升

带来的减霾效果要大于东部与中部城市;同时,雾霾污染在中国存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与时间上的叠加

效应,意味着雾霾污染可以在城市之间转移,并有随时间逐步恶化的趋势;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模型的研

究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国内技术起到了负向的溢出效应,抑制了城市技术水平的提升,进
一步导致了雾霾污染的加剧;而门槛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城市技术水平每越过一个更高的门槛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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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直接投资对于雾霾污染的加剧影响都将会有所下降。 因此,为实现我国城市雾霾污染的治理,国家首

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定严格的准入标准,严格管控污染型外资流入。 加强在技术研发领域的投入,积
极推动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相互协作,提升中国企业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学习能力,着重推动本国技术发

展进程,从而更好发挥技术进步对我国雾霾污染的改善作用。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雾霾污染;空间计量;GS2SLS
中图分类号:X513;F124. 3;F832. 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3)05-0085-16

引言

雾霾是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等污染物组成的气溶胶系统,能够使大气

浑浊,能见度降低,是人类活动与特定气候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

化、工业化进程,中国城市雾霾污染问题日益凸显。 2011 年北京市雾霾污染的信息开始在网络社交

媒体上大量传播,引发了中国城市居民对空气污染的广泛焦虑,雾霾污染成为全社会最为关注的公

共话题之一。 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通报,2019 年全国 337 个城市中有 178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不

达标,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仅为 53%,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工作

与生活。
大规模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重要特征。 2019 年,中国全年引进外资

1
 

410 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国①。 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资本

积累、引进国外先进管理和技术方面极大地助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1] ,但在全球制造业中心向中国

转移的过程中也伴随着环境污染转移,即污染避风港假说(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所预测的发

展中国家引进外资会加重环境污染的现象。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 PM2. 5 年均浓度较高的城市主要集

聚在华北、华中以及成渝地区,而这些地区大多也是外商直接投资利用程度较高的地区。 如 2018
年,北京市、武汉市和成都市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分别高达 173 亿美元、109 亿美元和 122 亿美元,这
三座城市当年 PM2. 5 年均浓度分别为 45. 82

 

mg / m3、42. 55
 

mg / m3 和 44. 7mg / m3,均远超出了 2018 年

全国 33. 6mg / m3 的 PM2. 5 年均浓度水平,表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雾霾污染之间可能存在一定

相关性②。
环境经济学理论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污染表现出复杂的“双重”影响。 污染避风港假

说认为,发达国家的部分企业为了逃避严苛的环境规制,会将其污染性生产活动向环保法规相对宽

松的发展中国家转移,最终导致后者承担环境污染的后果,外商直接投资会加剧东道国的环境污

染[2] 。 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提出污染光环假说( Pollution
 

Halo
 

Hypothesis),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

进入,会带来技术进步、环保质量体系的扩散,进而对东道国的生态环境产生正面影响[3] 。 而对于

中国是否沦为发达国家转移环境污染排放的“污染避风港”的问题,学术界也存在一定争议[4-5] 。
技术水平是影响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并且是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中起传导

作用的重要因素。 一些学者支持外商直接投资将通过正向的技术外溢效应对东道国的生态环境带

来改善的观点[6] ,但也有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外资企业往往会垄断核心技术,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

实际上并未对我国的技术水平起到提升作用[7] 。 然而已有研究仅关注到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改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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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19 年美国吸引外资 2
 

460 亿美元,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0 世界投资报告》。
数据来源于《2019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EPIC)《2020 空气质量寿命指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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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技术水平现状,从而给环境污染带来间接影响,并未考虑到技术水平提升是否会对外商直接投资

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也就难以破解污染避风港假说与污染光环假说背后的经济学

逻辑。
针对上述已有研究中存在的争议与空白,本文基于最新的城市雾霾污染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

板计量经济学模型,针对 2004—2018 年中国 276 个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存量、技术水平与雾霾

污染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检验中国是否存在污染避风港假说所预测的引进外资而加重环境

污染的现象,以及技术水平在其中起到的传导机制作用。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
一,雾霾污染具有空间扩散特性,本文采用光学卫星空间遥感获得的中国城市年均 PM2. 5 浓度数据,
利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Generalized

 

Spatial
 

Two
 

Stage
 

Least
 

Squares,
 

GS2SLS)控制雾霾污

染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获得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对雾霾污染影响的无偏估计;第二,考虑到城

市之间的经济发展也存在空间相关性,本文除了构建传统的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还构建了经济

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以及地理与经济距离嵌套权重矩阵,以增强结果分析的稳健性;第三,基于动态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同时讨论雾霾污染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与时间上的叠加效应,并通过中介效应

模型与门槛效应模型对各个城市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讨论。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说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

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以及全球化进程中产业转移带来的污染排放转移是

环境经济学研究中的经典问题。 一个较为流行的观点是污染避风港假说,认为不同国家和地区之

间环境容量和环保政策的差异会导致环境污染向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穷国转移,最早由 Copeland
和 Taylor[2]提出,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在增加两国收入的同时,会给后者带

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而加剧全球环境污染。 围绕污染避风港假说是否成立,学术界展开了一

系列实证研究,但尚未取得一致的结论。 Cole 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污染密集型产品

的贸易数据,发现污染避风港假说仅在部分地区和行业成立[8] 。 Wagner 和 Timmins 基于德国制造

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只发现化学化工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生态环境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

响[9] 。 利用跨国数据,张磊等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污染加剧,而发达国家并不显

著,实证数据不能完全支持污染避风港假说[10] 。
与之相对,部分学者提出与污染避风港假说相反的污染光环假说,认为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

的投资可以促进环保技术、环保质量体系和管理经验扩散,产生学习示范效应,对发展中国家的生

态环境质量带来积极影响[11] 。 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外资企业相较于国内同行往往拥有更高的能源

使用效率,更偏向于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清洁能源,有助于推动东道国相关产业的节能减排改造[12] 。
部分实证研究支持污染光环假说,例如 Antweiler 等就使用全球 109 个城市的数据发现国际市场贸

易开放程度每提升 1%,二氧化硫浓度就会下降 1%[13] 。
针对中国是否存在环境避风港假说所预测的环境污染跨境转移问题,中国学者展开了大量的

定量实证分析,发现污染避风港假说在中国成立的部分证据[14] 。 严雅雪和齐绍洲使用省级数据对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雾霾污染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支持了

污染避风港假说在中国的成立[15] 。 许和连和邓玉萍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的研究发现,中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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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外商直接投资在地理上的集聚改善了中国

的环境污染状况,整体来说污染避风港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16] 。 为了对污染避风港和污染光环两

种竞争性假说在现阶段中国城市雾霾污染问题中的适用性进行检验,我们提出第一个理论假说。
假说 1:外商直接投资加剧了现阶段中国城市的雾霾污染。
(二)技术水平与环境污染

对于技术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不少研究基于 Ehrlich 和 Holdren[17] 构建的 IPAT
模型展开了讨论,该模型认为一个国家的环境污染往往与人口规模( P)、富裕程度( A)以及技术水

平(T)有着密切关系。 进一步,Dietz 和 Rosa 在其基础上,改进为 STIRPAT 模型[18] 。 许多以此模型

为基础的相关研究认为技术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19] 。 同时也有学者基于环境库

兹涅茨曲线假说[20]提出在经济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技术将由污染型向清洁型转

变,从而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21] 。 魏巍贤和杨芳[22] 、程中华等[23] 则基于中国数据同样得到了技术

的发展会缓解污染的结论。 但同时,有学者认为技术水平的提升不一定会给生态环境带来改善的

作用,甚至是负面影响[24] ,并且二者关系应当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25] 。 因此,为了讨论目前我国

城市技术水平的提升是否有利于雾霾污染的改善,本研究提出第二个假说。
假说 2:技术水平的提升会缓解现阶段中国城市的雾霾污染。
另外,还有学者将技术作为中间因素,纳入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之间进行了分析。 如

Grossman 和 Krueger 就提到减少贸易壁垒可以改善东道国的生产技术,从而改善当地的环境质

量[26] 。 盛斌和吕越则通过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验证了这一观点[27] 。 但也有不少研究表明,进
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上并未推动我国技术水平的进步[28-29] ,甚至对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

力产生了负面影响[30] 。 可见外商直接投资是否通过推动我国技术水平发展从而起到缓解环境污染

的作用,仍是存在争议的话题。 因此,本文将提出第三个假说以进行验证。
假说 3: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将不利于我国自身技术水平的提升,从而加剧城市雾霾污染。
以上机制分析的相关文献都是基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水平产生影响,并进一步对东道国的

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但没有考虑到东道国自身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可能会带来的变化。 如我国城

市自身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可能会逐渐降低其经济发展对技术水平相对更低的外商直接投资的

依赖程度,其中就很有可能包含许多高污染高能耗的外资企业,从而进一步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一

定的积极影响。 因此,为了探究我国城市自身技术水平的上升能否对外商直接投资与雾霾污染之

间的关系产生影响这一问题,本文提出第四个假说以待验证。
假说 4:随着我国城市技术水平的提升,将会削弱外商直接投资加剧雾霾污染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与变量选取

本文将城市 PM2. 5 年均浓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因此本文用于检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对雾霾污染影响的基准模型为:

 

lnPMit = α0 + α1 lnFDIit + α2Techit + α3X it + εit (1)
其中,i 和 t 表示第 i 个城市第 t 年的数据,被解释变量 PM 为各个城市的 PM2. 5 年均浓度值,FDI

是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存量,Tech 为城市的技术水平,X it 为一组控制变量。 α0—α3 为待估系数, εit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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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扰动项。
在式(1)中加入城市 PM2. 5 年均浓度的空间滞后项 WlnPMi t 和时间滞后项 lnPMi, t-1,即可构建

出动态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
　

 

lnPMit = α 0 + ρWlnPMit + β lnPMi,t-1 + α 1 lnFDIit + α 3Techit + α 4X it + ε it (2)
 

其中:W 为城市空间权重矩阵, ρ 为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数,用于考察雾霾污染空间溢出效应

的方向与程度;时间滞后项 lnPMi, t-1 的系数 β 用于考察雾霾污染在时间维度上的叠加效应[31-32] 。
(二)空间权重矩阵与估计方法

为了控制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构造了三种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地理距离空间权

重矩阵 W1、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2 以及地理与经济距离嵌套权重矩阵 W3。 矩阵 W1 中的构成

元素 w ij 遵循以下计算原则:

w ij =
1 / d,i ≠ j
0,i = j{ (3)

其中,d 为城市 i 与城市 j 中心位置之间的地理距离。
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2,其矩阵的构成元素 w ij 遵循以下计算原则:

w ij =
1 / e ,i ≠ j
0,i = j{

 

(4)

其中,e 为城市 i 与城市 j 之间人均 GDP 之差,以此表示经济距离。
W3 是地理与经济距离嵌套权重矩阵,参考 Case 等[33] 的做法,计算公式为 W3 = λW1 +(1-λ)

W2,λ 表示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的权重,本文将地理距离与经济距离的影响各取一半,令 λ 取值

为 0. 5。 因此 W3 更为全面地考虑了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与经济差距两方面的信息。
在式(2)的实证模型中,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并非严格外生,环境污染与外商

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一方面,污染密集型的外资进入可能会导致环境

恶化,而清洁技术的发展则会带来生态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也会倒逼政府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来改善环境,从而对外商直投资的进入产生抑制作用[34] ,并且会对地区技术发展

产生影响[35] 。 本实证研究模型存在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相互影响可能会带来的内生性问题,直
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系数是有偏且不一致的。 因此本文将空间计量模型中各个解释变量及

其空间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使用 GS2SLS 估计同时控制空间相关性和内生性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

响,从而保证模型参数估计结果的无偏性和有效性[36] 。
(三)数据说明

本文以中国 27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2004 年至 2018 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外商直接

投资对 PM2. 5 年均浓度的影响。 实证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各城市的 PM2. 5 年均浓度值 PM,由于

国家生态环境部从 2013 年起才开始将 PM2. 5 浓度纳入日常大气环境质量监测范围,为了解决历史

数据缺失的问题,本文采用了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EPIC)2020 年最新发布的《空气质量寿

命指数报告》 ③中基于卫星遥感技术获得的我国各个城市年均 PM2. 5 浓度数据,作为本文实证研究

部分的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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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2020 空气寿命指数报告》网页地址:https: / / dev-aqli-epic. pantheonsite. io / the-index / ? lang = 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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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FDI 则是计量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本文采用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存量作为

衡量各城市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指标,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性影响。 参考张军等[37] 提出的

物质资本存量估算方法,使用永续盘存法对各个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存量进行了计算。
技术水平 Tech 为模型中另一个核心解释变量,参考沈能和刘凤朝[38] 的做法,本文用各个城市

专利授权数量作为技术水平的衡量指标,并且考虑到我国专利授权中的外观设计专利对实际技术

水平的影响并不大,因此在数据整理时,将其中的外观设计专利进行了剔除处理。
控制变量包括:城市人口密度 Pop,即城市常住人口数除以城市面积;经济发展水平 GDP 及其

二次项,通过各个城市人均 GDP 进行表征,以 2004 年为基期使用 GDP 平减指数进行了不变价处

理;工业结构 IS,使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进行衡量;能源强度 EI,由于缺乏城市级别的

能源消费数据,本文采用城市全社会用电量与 GDP 的比值衡量各个城市的能源强度;政府财政支出

Gov,各个城市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用以考察政府财政支出在环境质量改善中的作用。
以上数据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研

究数据服务平台(CNDRS),部分缺失数据通过对应城市的地方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进行了补全和辅以插值法处理。 同时为了控制异方差对计量模型回归的影响,对于上述变量

中非比值形式的变量采取了自然对数处理。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单位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PM 毫克 / 立方米 3. 477 0. 561 0. 694 4. 509

lnFDI 万元 13. 172 1. 854 7. 577 18. 074

lnTech 项 5. 784 1. 799 0. 000 11. 341

lnPop 人 / 平方公里 5. 886 0. 643 3. 817 8. 119

lnGDP 元 9. 988 0. 721 7. 847 12. 679

IS % 0. 488 0. 105 0. 019 0. 859

EI 千瓦时 / 元 0. 148 0. 125 0. 015 3. 908

Gov % 0. 156 0. 078 0. 040 0. 809

三、实证分析

(一)城市雾霾污染的溢出效应与空间相关性

空气污染具有空间扩散特性,为了对雾霾污染的溢出效应进行考察,本文首先对城市雾霾污染

的空间相关性进行定量分析。 变量的空间相关性通常采用莫兰指数 I(Moran’s
 

I)进行检验,其计算

公式为:

I =
n􀰐

n

i = 1
􀰐

n

j = 1
w ij(xi - x)(x j - x)

􀰐
n

i = 1
􀰐

n

j = 1
w ij􀰐

n

i = 1
(xi - x) 2

 

(5)

其中,n 为城市总数, w ij 为所用空间权重矩阵中的元素, x 与 x 分别为各个城市 PM2. 5 年均浓度

及其样本均值。 I 为计算所得各个年份衡量雾霾污染与其空间滞后项之间相关关系的全局莫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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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其指数取值范围在-1 到 1 之间。 若 I 大于 0,说明城市雾霾污染存在空间正相关;若 I 小于 0,说
明城市雾霾污染存在空间负相关;若 I 等于 0,说明城市雾霾污染在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I 越接近 1
则说明空间正相关性越强,反之越接近-1,则说明空间负相关性越强。 基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1 对中国 276 个城市 2004 年至 2018 年的 PM2. 5 年均浓度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2004 年至 2018 年中国城市 PM2. 5 年均浓度空间相关性检验

年份 Moran’s
 

I z 值 p 值

2004 0. 135 23. 937 0. 000

2005 0. 144 24. 779 0. 000

2006 0. 137 28. 175 0. 000

2007 0. 150 25. 455 0. 000

2008 0. 135 24. 584 0. 000

2009 0. 145 25. 900 0. 000

2010 0. 156 26. 071 0. 000

2011 0. 146 24. 265 0. 000

2012 0. 136 26. 914 0. 000

2013 0. 161 24. 640 0. 000

2014 0. 141 30. 259 0. 000

2015 0. 155 29. 321 0. 000

2016 0. 165 27. 256 0. 000

2017 0. 141 28. 245 0. 000

2018 0. 153 25. 851 0. 000

　 　 从表 2 中可以看到 2004 年到 2018 年中国城市 PM2. 5 年均浓度莫兰指数 I 均显著大于 0。 说明

我国城市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即在空间上呈现出高污染城市与高污染城市相邻,低
污染城市与低污染城市相邻的特征,也证明了后续研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的合理性。

(二)全样本基准模型估计

表 3 报告了基于三种空间权重矩阵的动态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估计结果。 其中,列(1)和列

(2)使用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1 进行估计,列(3)和列(4)使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W2 进行估

计,列(5)和列(6)使用地理与经济距离嵌套权重矩阵 W3 进行估计。 估计方法为采用最高三阶空

间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的 GS2SLS 估计。 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估计模型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其中列(2)、列(4)和列(6)同时控制了时间与城市固定效应,其余列则只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

 

表 3 的所有列中核心解释变量 lnFDI 的估计系数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估计系数为零的

原假设,表明我国城市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存量与雾霾污染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从列(6)基于地理

与经济距离嵌套权重矩阵的估计结果来看,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存量每上升 1%,城市大气 PM2. 5 年均

浓度值就会上涨 0. 045%。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加剧了现阶段中国城市的雾霾污染,验
证了假说 1,支持了污染避风港假说整体上在中国成立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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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全样本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W1 地理距离空间
权重矩阵

W2 经济距离空间
权重矩阵

W3 地理与经济距离
嵌套权重矩阵

WlnPM 2. 314∗∗∗

(0. 442)
2. 218∗∗∗

(0. 104)
0. 114∗∗∗

(0. 030)
0. 030

(0. 022)
0. 645∗∗∗

(0. 051)
0. 125∗∗∗

(0. 043)

lnPMi, t-1
0. 129∗∗∗

(0. 013)
0. 134∗∗∗

(0. 014)
0. 045∗∗∗

(0. 016)
0. 205∗∗∗

(0. 158)
0. 390∗∗∗

(0. 016)
0. 203∗∗∗

(0. 016)

lnFDI 0. 040∗∗∗

(0. 004)
0. 037∗∗∗

(0. 004)
0. 048∗∗∗

(0. 006)
0. 045∗∗∗

(0. 005)
0. 045∗∗∗

(0. 006)
0. 045∗∗∗

(0. 005)

lnTech -0. 023∗∗∗

(0. 004)
-0. 033∗∗∗

(0. 004)
-0. 048∗∗∗

(0. 005)
-0. 042∗∗∗

(0. 005)
-0. 041∗∗∗

(0. 005)
-0. 041∗∗∗

(0. 005)

lnPop 0. 005
(0. 005)

0. 003
(0. 005)

0. 021∗∗∗

(0. 007)
0. 002

(0. 006)
0. 204

(0. 007)
0. 003

(0. 006)

lnGDP -0. 035
(0. 073)

-0. 076
(0. 076)

0. 090
(0. 106)

-0. 064
(0. 088)

0. 106
(0. 098)

-0. 058
(0. 087)

( lnGDP) 2 0. 002
(0. 034)

0. 002
(0. 004)

-0. 007
(0. 005)

0. 003
(0. 004)

-0. 007
(0. 005)

0. 001
(0. 004)

IS -0. 144∗∗∗

(0. 039)
-0. 121∗∗∗

(0. 221)
-0. 489∗∗∗

(0. 055)
-0. 261∗∗∗

(0. 052)
-0. 344∗∗

(0. 052)
-0. 261∗∗∗

(0. 051)

EI 0. 040∗

(0. 022)
0. 043∗

(0. 022)
0. 080∗∗

(0. 032)
0. 054∗∗

(0. 025)
0. 065∗∗

(0. 029)
0. 052∗∗

(0. 021)

Gov 0. 097∗

(0. 055)
0. 066∗

(0. 057)
0. 128
(0. 08)

0. 216∗∗∗

(0. 066)
0. 121

(0. 075)
0. 221∗∗∗

(0. 065)

常数项
-0. 261
(0. 36)

0. 265
(0. 415)

0. 979∗

(0. 521)
3. 059∗∗∗

(0. 454)
0. 574

(0. 489)
2. 925∗∗∗

(0. 689)
Wald

 

test
(p)

6
 

894. 07
(0. 000)

7
 

719. 21
(0. 000)

1
 

990. 90
(0. 000)

1
 

781. 23
(0. 000)

2
 

407. 24
(0. 000)

5
 

517. 72
(0. 000)

Hausman
 

test
(p)

10
 

260
(0. 000)

5
 

119. 51
(0. 000)

1
 

081. 16
(0. 000)

2
 

398. 73
(0. 000)

2
 

276. 88
(0. 000)

2
 

491. 88
(0. 000)

时间固定效应 NO YES NO YES NO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数值为估计系数的

标准误。

技术水平指标 lnTech 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异于 0,表明城市技术的进步能够有效缓解雾霾污染,
说明城市技术水平提高和企业生产效率提升能够减少生产过程中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并伴随着

一些专用于污染治理的先进技术的诞生,对环境污染起到了显著缓解作用。 同样从列(6)基于地理

与经济距离嵌套权重矩阵的估计结果来看,城市技术水平每上升 1%,城市大气 PM2. 5 年均浓度值就

会下降 0. 041%。 因此也验证了假说 2,技术水平的提升的确改善了我国城市雾霾污染。
在空间维度上,表 3 中基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1 和地理与经济距离嵌套权重矩阵 W3 的

空间滞后变量 WlnPM 的系数估计结果均为正且显著异于 0,说明我国雾霾污染在城市间具有显著

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这一现象既与雾霾污染随大气环流的空间扩散有关,也与区域内各个城市

之间的经济交流日益频繁有一定关系,一个地区的雾霾污染及与之相关的生产活动很容易扩散到

周边其他城市,从而逐渐联结成影响范围更广的区域性空气污染。 而基于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W2 的

空间滞后变量 WlnPM 的系数估计结果虽然也为正,但在列(4)中控制时间固定效应之后未能通过

显著性检验,说明仅使用经济差距信息不足以解释雾霾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因此,后续的研究将只

基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1 和地理与经济距离嵌套权重矩阵 W3 进行估计。 在时间维度上,雾
霾污染的时间滞后项 lnPMt-1 在表 3 的所有列中估计系数均为正且显著异于 0,说明雾霾污染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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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城市存在时间上的叠加效应,即一个地区如果在前期已经产生了严重的雾霾污染,若不及时进行

环保政策干预,那么随后的雾霾污染将会日益加剧。
表 3 模型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中,城市人口密度指标 lnPop 的系数估计结果均为正,且在列(3)

中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可能原因在于,人口在城市的集聚使得城市对于生活、生产与交通

的能源需求增长,空气污染排放总量相应增加。 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lnGDP 的系数估计结果均不显

著,说明我国的经济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并未呈现出倒“ U”型关系。 第二产业占比 IS 的系数为负

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较高的第二产业占比能够缓解城市雾霾污染,这一结论与许和连和邓玉

萍[16]类似,可能的原因是我国的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已经随经济发展逐渐开始调整,主要产品已由

污染型产品逐渐转向为清洁型产品。 能源强度指标 EI 的系数估计结果大于 0,能源强度与雾霾污

染显著正相关,说明城市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是缓解雾霾污染的有效手段。 政府财政支出 Gov 变量

的系数估计结果大于 0,表明目前我国多数城市的政府支出尚未兼顾环境污染治理。
(三)区域异质性分析

为了考察外商直接投资资本、技术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关系的区域异质性,本文将样本中的

276 个城市按地理区位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城市,使用三个子样本基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1 与地理与经济距离嵌套权重矩阵 W3 分别进行 GS2SLS 的参数估计,其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考虑区域异质性的估计结果

变量
东部城市 中部城市 西部城市

W1 W3 W1 W3
 W1 W3

 

WlnPM 4. 233∗∗∗ 8. 151∗∗ 2. 899∗∗∗ 0. 566∗∗∗ 6. 544∗∗∗ 0. 532∗

(0. 170) (0. 344) (0. 200) (0. 195) (0. 438) (0. 281)
lnPMi ,t-1

0. 044∗∗ 0. 039∗ 0. 136∗∗∗ 0. 237∗∗∗ 0. 066∗∗ 0. 148∗∗∗

(0. 021) (0. 021) (0. 023) (0. 026) (0. 027) (0. 031)

lnFDI 0. 036∗∗∗ 0. 043∗∗∗ 0. 039∗∗∗ 0. 054∗∗∗ 0. 025∗∗∗ 0. 025∗∗

(0. 006) (0. 007) (0. 006) (0. 007) (0. 008) (0. 010)

lnTech -0. 017∗∗∗ -0. 018∗∗∗ -0. 026∗∗∗ -0. 039∗∗∗ -0. 031∗∗∗ -0. 018
(0. 005) (0. 005) (0. 006) (0. 007) (0. 011) (0. 013)

lnPop -0. 000
 

3 -0. 003 0. 007 0. 003 0. 041∗∗ 0. 056∗∗∗

(0. 095) (0. 004) (0. 008) (0. 092) (0. 017) (0. 02)

lnGDP 0. 332∗∗∗ 0. 354∗∗∗ -0. 451∗∗∗ -0. 664∗∗ -0. 081 -0. 148
(0. 096) (0. 097) (0. 154) (0. 173) (0. 151) (0. 175)

( lnGDP) 2 -0. 017∗∗∗ -0. 018∗∗∗ 0. 023∗∗∗ 0. 032∗∗ 0. 005 0. 007
(0. 005) (0. 005) (0. 008) (0. 008) (0. 007) (0. 008)

IS -0. 131∗∗ -0. 142∗∗∗ -0. 259∗∗∗ -0. 351∗∗∗ -0. 153 -0. 295∗∗∗

(0. 053) 0. 053 (0. 074) (0. 083) (0. 097) (0. 112)

EI 0. 037 0. 031 -0. 038 -0. 016 0. 062∗ 0. 078∗∗

(0. 043) (0. 044) (0. 053) (0. 059) (0. 032) (0. 037)

Gov -0. 600∗∗∗ -0. 600∗∗∗ 0. 334∗∗∗ 0. 662∗∗∗ -0. 082 0. 055
(0. 099) (0. 100) (0. 101) (0. 110) (0. 098) (0. 113)

常数项
-0. 489 -2. 111∗∗∗ 2. 800∗∗∗ 5. 521∗∗∗ -0. 033 2. 980∗∗∗

(0. 482) (0. 502) (0. 819) (0. 906) (0. 855) (0. 972)
样本量 1

 

515 1
 

515 1
 

500 1
 

500 1
 

125 1
 

125
Wald

 

test
(p)

7
 

085. 78 6
 

902. 76 3
 

778. 47 2
 

833. 67 1
 

958. 51 1
 

303. 94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Hausman
 

test
(p)

855. 87 10
 

600 1
 

642. 59 1
 

046. 80 2
 

145. 51 918. 68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数值为估计系数的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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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4 的估计结果中,东、中、西部城市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存量(lnFDI)都得到了为正且显著异

于 0 的系数估计结果。 在使用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1 的情况下,东部、中部、西部城市的外商直

接投资存量每上升 1%,其城市 PM2. 5 年均浓度则分别上涨 0. 036%、0. 039%、0. 025%。 表明污染避

风港假说在中国东部、中部与西部城市均成立,并且中部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加剧雾霾污染的影响大

于东部与西部城市。
技术水平(lnTech)的估计系数除了在列(6)西部城市基于地理与经济距离嵌套空间权重矩阵

W3 的情况下不显著外,其余列都得到了显著为负的结果,说明技术水平的提升在东中西各个区域

的城市都起到了缓解雾霾污染的作用。 而在使用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1 的情况下,东部、中部、
西部城市的技术水平每上升 1%,其城市 PM2. 5 年均浓度则相应下降 0. 017%、0. 026%、0. 031%。 因

此各个地区技术水平的提升均对雾霾污染有改善作用,并且呈现出由东部向中部,再向西部逐渐递

增的效应。
(四)中介效应

为了验证假说 3,即研究 FDI 是否通过技术外溢效应缓解了我国的城市雾霾污染,本文参考了

温忠麟和叶宝娟[39]的方法,设计了如下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研究:
lnPMit = β 0 + β 1 lnFDIit + β 2X it + ξ it (6)
lntechit = θ 0 + θ 1 lnFDIit + θ 2X it + ψ it (7)
lnPMit = γ 0 + γ 1 lnFDIit + γ 2 lntechit + γ 3X it + τ it (8)
其中,X it 为一组控制变量,与式(1)中设置相同,

 

lnPM、lnFDI 以及 lnTech 则分别为样本中各个

城市的 PM2. 5 年均浓度、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存量以及技术水平。 根据中介效应模型的原理,若系数

β 1、θ 1、γ 2 的估计结果均显著,且 γ 1 相较于 β 1 的系数估计结果变小,或者其显著性下降,则表明存在

中介效应。 表 5 报告了上述中介效应模型基于 OLS 的估计结果,根据 Hausman 检验的结果,对城市

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进行了控制。
从表 5 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X i t,式( 7) 中外商直接投资存量

(lnFDI)对于技术水平(lnTech)的估计系数 θ 1 至少通过了 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而在式(6)与

式(8)的估计中, β 1、γ 2 的系数估计结果也都通了显著性检验。 并且式(8) 中外商直接投资存量

(lnFDI)对于 PM2. 5 年均浓度(lnPM)的估计系数值 γ 1 相较于式(6)中相对应的估计系数值 β 1 有所

下降。 这表明城市技术水平在外商直接投资与雾霾污染之间的确起到了中介变量的作用:外商直

接投资的进入先导致了我国城市技术水平的下降,这与马林和章凯栋[40]的研究结果类似,表明外商

直接投资实际上对我国的技术水平表现出负向的溢出效应,对国内的技术形成了“挤出”的现象,进
一步在整体上削弱了技术水平提升对我国城市雾霾污染的缓解作用。 这一结论证实了假说 3,外商

直接投资的引入将不利于我国自身技术水平的提升,从而加剧了城市雾霾污染。
(五)门槛效应

为了验证假说 4,探讨城市自身技术水平的提升能否削弱外商直接投资加剧雾霾污染的影响。
因此本研究设计了如下式(9)所示的门槛效应模型:

lnPMit = η + λ 1 lnFDIit × I(lnTech ≤ μ 1) + λ 2 lnFDIit × I(μ 1 < lnTech ≤ μ 2) + … +

λ n lnFDIit × I(μ n-1 < lnTech ≤ μ n) + λ n+1 lnFDIit × I(lnTech > μ n) + φX it + ω it

(9)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雾霾污染(lnPM),核心解释变量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 lnFDI)。 而各个城

49



汪　 锋,等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城市雾霾污染———基于中国 276 个地级市的动态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市的技术水平(lnTech)在其中将作为门槛变量。 X i t 为一组控制变量,与式(1)中的设置一致。 另

外, η 为常数项, λ 1,λ 2…λ n,λ n+1 为在不同的城市技术门槛水平下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雾霾污染的

阶段性影响, μ i 则为特定门槛值, φ 为一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ω it 则为该模型的随机扰动项。 表

6 报告了通过自抽样法(Bootstrap)反复抽样 500 次对门槛效应的存在性以及具体门槛数量的检验

结果。
表 5　 中介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不加入控制变量 模型加入控制变量

LnPM LnTech LnPM LnPM LnTech LnPM

lnFDI 0. 052∗∗∗

(0. 005)
-0. 029∗∗

(0. 014)
0. 050∗∗∗

(0. 005)
0. 057∗∗∗

(0. 007)
-0. 061∗∗∗

(0. 015)
0. 054∗∗∗

(0. 005)

lnTech -0. 057∗∗∗ -0. 050∗∗∗

(0. 005) (0. 005)

lnPop 0. 001 0. 024 0. 002
(0. 006) (0. 019) (0. 006)

lnGDP -0. 162∗ 1. 191∗∗∗ -0. 102
(0. 091) (0. 007) (0. 090)

( lnGDP) 2 0. 006 -0. 058∗∗∗ 0. 003
(0. 004) (0. 011) (0. 004)

IS -0. 372∗∗∗ 1. 140∗∗∗ -3. 150∗∗∗

(0. 054) (0. 168) (0. 054)

EI 0. 053∗∗ 0. 325∗∗∗ 0. 070∗∗∗

(0. 026) (0. 032) (0. 026)

Gov 0. 314∗∗∗ -0. 476∗∗ 0. 290∗∗∗

(0. 068) (0. 210) (0. 067)

常数项 3. 027
(0. 057)

4. 770∗∗∗

(0. 177)
3. 297∗∗∗

(0. 612)
4. 086∗∗∗

(0. 464)
-1. 564
(1. 443)

4. 007∗∗∗

(0. 458)

Hausman
 

test
(p)

8. 27
(0. 016)

530. 74
(0. 000)

50. 22
(0. 000)

200. 89
(0. 000)

522. 94
(0. 000)

269. 07
(0. 000)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数值为估计系数的标准误。

表 6　 技术水平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

变量 F 值 P 值 门槛值 95%置信区间下限 95%置信区间上限

存在单一门槛 61. 88∗∗∗ 0. 000 6. 155 6. 122 6. 163

存在双重门槛 47. 23∗∗∗ 0. 002 9. 644 9. 508 9. 747

存在三重门槛 26. 99 0. 530 3. 912 — —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数值为估计系数的标准误。

根据表 6 所得结果,可知门槛效应检验结果为双重门槛在 1%的水平上显著,其门槛值分别为

6. 155 以及 9. 644。 因此进一步的,表 7 报告了相应的技术水平( lnTech)的双重门槛效应的回归

结果。
从表 7 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到,当技术水平( lnTech) 每越过一个门槛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

(lnFDI)对于雾霾污染(lnPM)的系数估计结果都会有所下降,这一结果也验证了假说 4,即随着技

术水平逐渐上升,外商直接投资对雾霾污染的加剧作用将会逐渐被削弱。 其原因在于,国内各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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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技术水平的提升,不仅促进了本地生产力的发展,也推动了生产方式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让城市

经济发展逐渐摆脱了对高能耗、高污染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从而逐渐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

雾霾污染的负面影响。
表 7　 技术水平门槛效应的回归结果

变量 估计系数 置信区间

lnFDI( lnTech<6. 155)
0. 074∗∗∗

(0. 010)
[0. 0544,

 

0. 093]

lnFDI(6. 155<lnTech≤9. 644)
0. 068∗∗∗

(0. 010)
[0. 487,0. 088]

lnFDI( lnTech>9. 644)
0. 060∗∗∗

(0. 010)
[0. 040,0. 081]

lnPop
0. 025∗∗

(0. 010)
[0. 004,0. 045]

lnGDP
-0. 286∗

(0. 171)
[-0. 286,0. 171]

( lnGDP) 2
0. 007

(0. 008)
[-0. 009,0. 232]

IS
0. 824∗∗∗

(0. 096)
[0. 636,1. 013]

EI
0. 109∗

(0. 063)
[-0. 015,0. 232]

Gov
0. 265∗

(0. 158)
[-0. 046,

 

0. 577]

常数项
4. 316∗∗∗

(0. 816)
[2. 710,

 

5. 922]

F
 

test 48. 23

(p) (0. 000)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数值为估计系数的标准误。

四、稳健性检验

基于式(2)所示动态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本文通过三种策略对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

验。 一是用各城市工业废水排放量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 二是将主要解释变量外

商直接投资资本存量替换为新增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即各城市对应年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lnFDI_
flow)。 三是用将衡量城市技术水平的每年专利授权数量,替换为每年各个城市的专利申请数量

(lnTech_apply)。 其估计方法仍然沿用基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1 和地理与经济距离嵌套权重

矩阵 W3 的 GS2SLS 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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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稳健性检验

变量

以工业废水排放量
作为解释变量

以 FDI 流量
作为解释变量

以城市专利申请数量
作为解释变量

W1 W3
 W1 W3

 W1 W3
 

WlnPM
2. 550∗∗∗ 0. 148∗ 2. 266∗∗∗ 0. 130∗∗∗ 2. 141∗∗∗ 0. 133∗∗∗

(0. 300) (0. 079) (0. 105) (0. 044) (0. 105) (0. 044)

lnPMi ,t-1
0. 237∗∗∗ 0. 242∗∗∗ 0. 151∗∗∗ 0. 225∗∗∗ 0. 137∗∗∗ 0. 202∗∗∗

(0. 015) (0. 016) (0. 014) (0. 016) (0. 014) (0. 016)

lnFDI
0. 028 0. 044∗ 0. 039∗∗∗ 0. 046∗∗∗

(0. 023) (0. 024) (0. 004) (0. 005)

lnFDI_flow
0. 010∗∗ 0. 007∗∗∗

(0. 002) (0. 002)

lnTech -0. 019 -0. 022 -0. 034∗∗∗ -0. 043∗∗∗

(0. 025) (0. 026) (0. 004) (0. 005)

lnTech_apply
-0. 030∗∗∗ -0. 041∗∗∗

(0. 004) (0. 005)

lnPop
0. 071∗∗ 0. 078∗∗ 0. 004 0. 005 0. 003 0. 003
(0. 029) (0. 03) (0. 005) (0. 006) (0. 005) (0. 006)

lnGDP
-0. 113 -0. 159 -0. 069∗∗∗ 0. 142∗ -0. 057 -0. 023
(0. 432) (0. 455) (0. 074) (0. 085) (0. 077) (0. 088)

( lnGDP) 2 0. 003 0. 005 0. 004∗∗∗ -0. 007∗ 0. 001 -0. 000
 

4
(0. 025) (0. 021) (0. 003) (0. 004) (0. 004) (0. 004)

IS
0. 060 -0. 241 -0. 147∗∗∗ -0. 294∗∗∗ -0. 124∗∗∗ -0. 260∗∗∗

(0. 257) (0. 277) (0. 045) (0. 052) (0. 047) (0. 527)

EI
0. 162 0. 185 0. 046∗ 0. 056∗∗ 0. 043∗ 0. 053∗∗

(0. 126) (0. 132) (0. 022) (0. 026) (0. 022) (0. 132)

Gov
-0. 972∗∗∗ -0. 779∗∗ 0. 082∗∗∗ 0. 223∗∗∗ 0. 798 -0. 220∗∗∗

(0. 221) (0. 34) (0. 058) (0. 066) (0. 043) (0. 065)

常数项
-1. 747 6. 166∗∗∗ 0. 325∗∗∗ 2. 196∗∗∗ 0. 241 2. 724∗∗∗

(2. 429) (2. 346) (0. 408) (0. 452) (0. 418) (2. 346)

Wald
 

test
(p)

1
 

250. 36 1
 

071. 82 7
 

555. 67 5
 

328. 01 7
 

643. 54 1
 

072. 23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Hausman
 

test
(p)

2
 

579. 91 1
 

636. 48 9
 

182. 17 2
 

363. 82 5
 

066. 21 2
 

519. 44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数值为估计系数的标准误。

由表 8 中可以看到,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水平的指标与污染指标的估计结果依旧分别为正和

负,且除第一列外都通过了至少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稳健的,即外商直

接投资加剧了现阶段我国的雾霾污染,而技术水平的提升将有利于改善我国雾霾污染。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 2004 年至 2018 年 276 个中国城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使用 GS2SLS 估计和光学卫

星空间遥感获得的城市雾霾污染数据,对我国城市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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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我国城市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呈现出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加剧了我国城市的雾霾污染,支持污染避风港假说。 (2)城市技

术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城市技术水平的提升将会对雾霾污染起到

显著的缓解作用。 (3)中介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现阶段外商直接投资表现出对我国技术的负

向溢出效应,并进一步导致了我国雾霾污染的加剧。 (4)门槛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城市技术

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中呈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且技术水平每越过一道更高

的门槛,外商直接投资对于雾霾污染加剧作用都将有所下降。 (5)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表

明,我国城市雾霾污染表现出在时间维度上的正向“叠加效应”和空间维度上的正向“溢出效应”。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基于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国家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定严格的准入标准,综合经济、环境

等多方面的考虑对外资项目的质量优劣进行合理判断,设定有效的外商投资项目环境准入门槛和

负面清单,将大气污染指标纳入外商直接投资评价体系之中,从而从严管控污染型外资流入。 同

时,也应压实地方政府吸引外资行为的主体责任,将环保责任落实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产业规划

等经济发展工作之中,并在官员晋升考核体系中纳入“环境考核”的制度激励机制,从而防止地方政

府之间为争取外资流入而产生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逐底竞争”行为。
第二,国家应当继续加强在技术研发领域的投入,以技术进步破解雾霾污染难题。 一方面在财

政资金上给予科研技术部门大力支持,鼓励生产技术和污染防治技术创新,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

升和生产力进步的同时,减少各类环境污染物排放。 另一方面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的技术创

新进行正向激励,并辅以严格的环境法规和制度安排来提高企业污染排放的内部经济成本,从而促

使企业进行生产技术革新,使生产方式由“高能耗高污染”向“绿色低碳”转变,从而实现减排治污的

目的。
第三,积极引进拥有高端前沿技术的外资企业,推动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相互协作,进行技术

上的学习和交流。 与此同时,政府应通过各种服务企业的政策措施,支持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进行

技术上的良性竞争,打破外资企业的行业技术垄断,提升中国企业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学习消化能

力,从而达到以吸引外资企业为手段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的目的,并进一步发挥技术进步对我国

城市雾霾污染的改善作用。
第四,雾霾污染时间维度上正向的“叠加效应”表明我国雾霾污染治理已经刻不容缓,需要各级

政府高度重视,严格落实环境监管和污染治理工作,彻底扭转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 雾霾

污染空间维度上正向的“溢出效应”说明雾霾污染问题并非各个城市的“自家门前雪”,治霾不可单

打独斗,各个城市应当积极谋求合作,统一制定严格的空气污染治理政策,才能共同推进我国环境

友好型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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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believes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capital
 

will
 

bring
 

negative
 

effect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host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developing
 

country.
 

Meanwhile 
 

the
 

problem
 

of
 

haze
 

pollution
 

in
 

Chinese
 

cities
 

has
 

become
 

more
 

seriou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ny
 

of
 

them
 

have
 

a
 

high
 

level
 

of
 

foreign
 

investment
 

utilizatio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capital
 

on
 

China 􀆶 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Generalized
 

Spatial
 

Two
 

Stage
 

Least
 

Squares
 

 GS2SLS  
 

method
 

and
 

data
 

of
 

urban
 

PM2. 5
 concentration

 

from
 

optical
 

satellite
 

monitoring
 

to
 

meas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apital
 

stock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echnology
 

level
 

and
 

haze
 

pollution
 

in
 

276
 

Chinese
 

cities
 

during
 

2004-2018.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apital
 

stock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haze
 

pollution 
 

and
 

the
 

technical
 

level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haze
 

pollution.
 

After
 

controlling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th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An
 

increase
 

of
 

1%
 

in
 

the
 

stock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ill
 

increase
 

the
 

annual
 

PM2. 5
 concentration

 

by
 

0. 045% 
 

while
 

an
 

increase
 

of
 

1%
 

in
 

the
 

number
 

of
 

patents
 

granted
 

will
 

decrease
 

the
 

annual
 

PM2. 5
 concentration

 

by
 

0. 041%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entral
 

cities
 

causes
 

more
 

haze
 

pollution
 

than
 

that
 

in
 

eastern
 

and
 

western
 

cities 
 

while
 

the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ical
 

level
 

in
 

western
 

cities
 

reduces
 

more
 

haze
 

pollution
 

than
 

tha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ities.
 

In
 

addition 
 

there
 

ar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and
 

temporal
 

superposition
 

effects
 

of
 

haze
 

pollution
 

in
 

Chinese
 

cities 
 

which
 

means
 

haze
 

pollution
 

can
 

transfer
 

among
 

cities
 

and
 

tends
 

to
 

get
 

progressively
 

worse.
 

Further
 

research
 

results
 

based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show
 

that
 

the
 

entr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ill
 

have
 

a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
 

on
 

domestic
 

technology
 

level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technology 
 

which
 

further
 

leads
 

to
 

the
 

aggravation
 

of
 

haze
 

pollution.
 

The
 

results
 

of
 

threshold
 

model
 

show
 

that
 

every
 

time
 

the
 

technology
 

level
 

of
 

cities
 

crosses
 

a
 

higher
 

threshold 
 

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haze
 

pollution
 

will
 

be
 

reduced.
 

Therefore 
 

the
 

state
 

should
 

set
 

strict
 

access
 

standards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strictly
 

control
 

the
 

inflow
 

of
 

polluting
 

foreign
 

investment.
 

At
 

the
 

same
 

time 
 

investment
 

in
 

technology
 

research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local
 

enterprises
 

and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should
 

be
 

actively
 

promoted 
 

so
 

as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abilit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o
 

foreign
 

advanced
 

technologies 
 

so
 

as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 􀆶 s
 

haze
 

pollution.
 

So
 

tha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an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mitigation
 

of
 

haze
 

pollu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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